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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是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全国人口

的五分之四都居住在城市，并且这些人口中的四分之三主要

集中在三大城市：特拉维夫、海法和耶路撒冷。特拉维夫拥有

五十万人口，另外两个城市拥有二十五和十五万人口。以《世

界城市资源指数》作为评价标准，以色列显示出较高的城市化

水平。尤其在农业发展上，以色列相比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

势，其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了高度的城市化。

一、以色列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来到巴勒斯

坦-以色列，每一次移民浪潮都持续很多年，而且每一次移民

过后犹太的人口成倍的增长。1922年，巴勒斯坦只有83870名

犹太人，1923-1926年间，超过67000 人移民进入这个国家，

使得犹太人的数量成倍增长。193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巴

勒斯坦有175138名犹太人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，又有173860名

犹太人移民到这里，在建国后的四年里，超过700000移民来到

以色列，使得人口再一次成倍增长。[1]在以色列，犹太定居者

保留着城市生活的传统。在巴勒斯坦-以色列工作已经成为大

多数移民的收入来源。这个国家在自然资源贫瘠土地荒芜，要

想发展农业几乎没有什么可能，所以城市就成为人们定居下来

获得生存的有效方式。

在20世纪30年代和1948年建国之后的两次大规模移民过程

中，以色列的农业人口也获得了增长。从1922年到1931年，农

村人口几乎增加了2倍，1948-1954年，农村人口增加了3倍。[1]

然而，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，许多农村地区被城市化

所吞没，它们要么就成为大城市的郊区，要么就被划归为城市

的一部分。1954年，农村的实际人口是286425人，占全国总人

口的比例是18.8%。随着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和人口的扩散，大

约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从海法到特拉维夫-雅法的狭

长海湾地带，这一区域仅占国土面积的11%，而占国土面积70%

的南部地区却只拥有4%的人口。[1]几乎整个的海岸地区，从北

部的海法到南部的特拉维夫和拉法，逐渐的形成一个大的都市

圈。

以色列的城市结合了西方工业城市的特征和那些以移民为

主的城市的特征（比如墨尔本、悉尼、纽约和旧金山）。良好

的市政管理，人们对城市生活的依恋，对工作机会的渴望，城

市公共意识，对理性精神的追求，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标准，

这些特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体现。同时，在由移民组成的

国家，由于不同的族群表现的价值观不同，他们经常容易引起

种族冲突。

大城市在以色列的国家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

城市的发展不是基于对周围农村地区的扩张，而是基于城市的

移民带来了经济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城市化特征。城市的经济在

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，城市

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招商引资，这些投资恰恰来自发达国家

的犹太移民，这表明了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征。创新

精神，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移民所拥有的城市职业传统和城市生

活方式，推动了巴勒斯坦-以色列的城市化进程。城市化进程

快速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得以色列的工业产成品、贸易和服务都

有大幅度的增长，增长幅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移民国家。比如，

从1922年到1937年，工业产成品增长了18倍之多，在工业部门

从业的人数从1922年的4750人增长到1952年的120000 人，在

1922年至1952年间，人口增长了16倍，而工人的数量却增加了

25-26倍。在贸易行业工作的人从几千人增加到1952年的92000 

人。

以色列的职业结构越来越类似于那些城市化和工业高度发

达的国家。只有像澳大利亚、英国和美国，从事第一产业和第

二产业人口的比重才超过以色列。比较以色列和波兰的犹太人

社区，其共同特点就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

一半以上，在以色列是52%，在波兰犹太人社区是58%。在以色

列只有少部分的人从事农业，但是以色列的农业本身在出现越

来越多的变革。

二、城市化导致农业变革

对于犹太移民来说，在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从事农

业生产不是那么容易。巴勒斯坦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“流着奶

和蜜的土地”。土地经过年复一年的滥用和侵蚀，大部分土地

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水资源稀缺，雨水稀少并主要集中在冬天

的那几个月，剩下的漫长的夏季却滴雨不下。土地的利用率甚

至比阿拉伯国家还低得多，更比不上东欧国家的土地肥沃程度

了。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与以色列进行贸易，即使有少量的

贸易，价格也是高昂的。每一次移民浪潮都会带来对土地的巨

大需求。同时，在粮食进口方面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农民和邻

近国家的阿拉伯农民之间存在竞争，使得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巴

勒斯坦地区的农产品价格成为不可能。如果农业再沿着传统方

式发展下去对这个国家很不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两种选择：

第一，寻找一种经济作物（前期种植葡萄和杏仁，后期种植烟

草和柑橘），这样可以使犹太农民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。第

二，成立国营农场。土地由“犹太国家基金”提供，设备和资

金由“犹太成立基金”提供，劳动力主要来自青年志愿者，他

们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在土地上扎下根，已经做好了牺牲个人

生活标准的准备，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。[2]

在二战期间，由于进口的减少和对食品的大量需求，再

加上在中东的盟军对食品的庞大需求，使得农产品的价格急剧

上升。人力的短缺导致了部分的机械化，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

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。犹太的农业从完全的赤字状况摆脱出

来，农业由国家经营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移民来管理，逐渐

的成为一项盈利的事业，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独立战争之后。

食物的缺乏、定量配给的市场、有效的土地和机器设备的进

口，这些因素促使以色列的农业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，在大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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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情况下，通过政府补贴给那些农业减产的企业，使他们渡

过难关。由于缺少外汇和为了保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，以色列

政府试图改变农业发展的方向，遵循生产基本食品的路径，政

府的这种尝试只获得了成功。

以色列的农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保持着商业特征，它的

发展主要依赖于城市市场。这种趋势加上城市化进程中物质刺

激，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变化。事实上，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成

为以盈利为导向的商业企业，而农民跟随城市的生活方式，其

行为、需求、娱乐、文化特征和心理态度也与城市居民相似。

三、乌托邦的理想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博弈

以色列的建立是源于一种理念，即犹太复国主义，在此

基础尚，又结合了社会主义的理念，为建立犹太-巴勒斯坦奠

定了理论基础。具体表现为对农村生活的偏爱以及对人力的过

高估计和理想化，使人们向往回归朴素简约的生活。他们反对

资本主义，反对城市文明，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美好的社

会，这种信念与“回到祖先的土地上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”的

政治理念结合起来，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对乡村

生活的偏爱、反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改革，这些理念产生于19

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中，在此期间也正好是犹

太复国主义趋于成熟的时期。许多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同时

也是这些思想潮流的领袖，比如马克·诺丹和塞奥多里·赫

兹。反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强烈鼓舞，他

们倡导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。复国主义获得那些生活在欧洲城

市底层从事服务业的犹太人所支持，他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希望

回到圣经中所应许的那块地方生活。一位名叫伯尔纳的希伯来

作家这样写道：“只有我们学会了劳力耕作的秘诀，并且在我

们自己的土地上唱着圣歌劳作才能称得上一个男人”。一位参

加过一战后复国主义运动的伯格曼教授这样说道：“我们年复

一年的在农村劳作，我们为了犹太复兴而奋斗，这不仅仅出于

经济上的考虑。把我们的文化理念扎根于这片土地，而不仅仅

是我们在物质上对土地的投入，同样犹太精神也扎根于这片土

地。乡村生活为我们实现这些理念提供了基础，这种理念从农

村逐渐的影响到城市。”[3]所有这些对农业的理想化，对农村

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回归土地的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，为巴勒

斯坦的犹太人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基于种种的推动因素，复国主义者在一战前到一战后这

段时间，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勤劳工作，他们主要集中在

农业定居点。它包括两种基本的类型：一种是公共的定居点

（Kvutza），第二种是合作定居点（mosbav）。这两种定居点

土地都是由“犹太民族基金”所提供，生产设备则由“复国

主义运动基金”提供。[3]在公共的或集体的定居点个人没有收

入，定居点拥有并管理所有事物，居民们的所有需求都由公共

的机构提供。而在小农的定居点，个人经营着自己的事业，他

们的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，在购买、出售以及生活的方方面

面他们都需要和其他人鼎力合作，互相帮助。

这两种类型，是以色列前国家时期的最主要的农业定居

方式，它的建立基于以下原则：“自力更生，不依靠其他人的

帮助”，“不受雇佣”，这些定居点的基础是自给自足，“这

里首先生产的是物质产品，这是人生存下来所必须的，但是不

一定要去市场花钱购买才能得到物质产品”，他们的任务就

是“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能有效管理自己生活的可能性”，

“建立一个经济上平等的生活模式”。[3]公共定居点的发展目

标是在巴勒斯坦通过建立犹太人公社，继而建立犹太人自己

的国家，在公社里，最重要的财产和产品的分配能确保人们在

经济生活上的平等。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消费产品的生产，取

代了市场、竞争、贪婪、激情和欲望下所扭曲的生活关系，

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基于普遍平等的和谐的社会将要建立起

来”。这两个定居组织都隶属于1920年成立的“劳工联合会

（Histadrutb）”，“劳工联合会”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与农

业定居组织颇为相似，即为绝对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努力奋

斗，全体国民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犹太-巴勒斯坦国。基于这个

目标，劳工联合会成立了若干组织，比如合作社、供销社、银

行、贷款和储蓄协会以及保险公司。它同时也组建交通、生产

和其他合作社。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、拥有众多合作社和协会

的“巴勒斯坦犹太工人共同体”建立起来了，它与“劳工联合

会”相对应，它是通过控制这些组织来达到服务于劳工共同体

的目的。上述规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孕育好

了，那时的定居者是年轻的，组织规模不大，他们的想法是新

颖而理想化的，其核心理念是按照自然规律，通过年轻的理想

主义者的努力和牺牲精神，不要资本主义和城市化，在一个落

后的原始的地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。

然而，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，伴随着城市化、工业化

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，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速

度前所未有，生产逐渐的从消费中分离出来。实际上，人们对

农村的偏爱逐渐消失了，虽然它仍然是官方所推崇的目标，目

的是为了增加农业定居人口的数量和提高农业生产。体力劳动

已经不再被人们过高的估计，在国家的收入中，实际上服务业

已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“体力劳动已经不被人们所羡

慕，它失去了昔日的声望，公务员、商人、工人、店主和白领

获得了很大的认同，城市的居民越来越羡慕这些职业。城市的

思想、行为方式与奢侈品迅速扩展到国家的各个角落。简单的

生活方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[2]那种被先驱们所倡导的简

单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在日渐削弱。在这种集体中，人们对“舒

适”和“奢侈”的要求在增加，集体中的一些成员他们努力去

获得这些物质上的享受，而不关心他们的同伴是否也同样获

得。平等主义、反资本主义潮流和谋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在逐渐

减弱，这些理念被个人主义、自由和竞争所取代。

实际上，一直发展较为平稳的集体合作化运动为以色列通

向社会乌托邦铺平了道路，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影响下，

这种运动成为踏上资本主义潮流的重要一步。经济的发展使得

很多合作社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利益，比如隶属于“劳工联合

会”的供销和市场组织，虽然从官方上来说，它们仍然是“工

人党”财产，被委员会所控制，但是实际上比起国有企业，工

人已经没有多少权利和产权了。有的合作社具有行业垄断地

位，例如交通合作社在交通领域保持垄断地位，能制定价格，

获得了大量的利润。根据一份报告所指出的，“这种合作社垄

断了国家的经济生活，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比私有企业严重得

多。”公交车司机转向与私有企业合作，私有企业雇佣了他

们，付给他们很低的薪水，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薪水还是比最高

法院的法官或高级政府公务员所得的要多，而且他们还能获得

更多额外的收入和利益。“劳工联合会”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

是在为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，它缩减雇员数量，通

过集体所有制的方式来剥削工人的利益，目前看来已经没有多

大效用了。1956年8月，在政府和交通合作社之间爆发了一次

激烈的冲突。后者要求政府提高公共交通领域里的票价，在持

续了九天的罢工之后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政府最终满足了他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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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。[4]

公共定居点将自己出产的50%的农产品向城市出售，因此

与其他的厂商存在激烈竞争。这就要求集体农场要有更好的

管理，合理的平衡劳动力、机械化和效率之间的关系。这同样

意味着公共定居点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在存在收益的范围内进

行。由于规模的扩大，集体合作社现在必须依赖于好的管理、

效率和专家才能更合理更专业的处理日常经济事务，所以这种

集体合作社带有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

说，集体合作社经济是在其他企业的竞争下才改变自身的行为

模式，优秀的集体企业也同样受“外部竞争组织”的影响和支

配。

在农业的各个不同领域的从业人员，比如秘书、专家、

技术人员、拖拉机司机以及其他熟练工人他们为了完成复杂的

工作任务，都必须拥有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，这样他们既不会

被轻易取代也不会被安排到别的工作岗位。因此管理人员和熟

练的技术人员从普通工人中分离出来，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

层。他们拥有更高的声望，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比普通工人要

高，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更重要，更能带来收益。这种分层

得到集体合作社的宣扬，宣称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意

见的机会，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有决定权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工

人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。整个组织更加庞大，成员的数量更

多，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专家的意见在决策过程着占据了主导

地位。这样普通成员丧失了在大会上的利益，他们甚至都不去

参加大会了。因此管理层变成唯一可以运营企业的人，他们中

的一些人逐浙演变成“老板”，他们的话和意见是具有决定性

的。在集体企业中，由于存在着发展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，

在普通成员中出现了附属或依附的感觉。这种在普通成员中蔓

延的“附属或依附”的感觉对促进平等造成了不利影响，同时

在这个组织系统中也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。[4]

在集体企业里的不同阶层中的社会分化和差异，那些没有

专业技术的工人因为依附所带来的羞耻感在逐步加深，而且随

着管理层中的一些人被吸纳到劳动党、其他机构和政府的某些

部门，这种社会分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。因此“阶级”分化更

加严重，“管理阶层”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强。他

们在政治上所获得的职位，成为议员、劳工联盟的书记。另一

个问题是在集体定居点中存在着雇佣工人问题，所有被社会主

义者所主张的限制“剥削”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多大的效用，这

样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一条巨大的鸿沟，继而导致集体定

居点危机的发生。[4]

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以色列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，公共

定居点开始为城市提供更多的产品，在定居点内部的宣传所反

映的过去“田园牧歌式”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在这种类型

的社会里所固有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。这样的宣传揭露了官

僚作风的盛行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现问题，内部成员互相竞

争，缺少真正的平等。比如，1957年，由于部分地受到外国顾

问的影响，以色列政府制定了新的农业政策，旨在增加主要农

产品的生产，减少禽类、蛋类和牛奶的生产，这样就需要花费

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购买这些产品，这被认为是提高国家经济地

位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。那些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贡献了巨大

力量的集体企业反对这项政策，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的收

入下降。事实上，由于这些组织给政府的巨大压力，使得这项

政策没有获得实施。在几年前所制定的七年经济规划已经转变

为一个新的四年规划纲要。在犹太人的组织里，工资和薪水上

所倡导的平等主义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铺平

了道路——这种贫富分化程度接近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。劳工

联合会引以自豪的是：他们是这个国家原则的建立者和主要支

柱。政府内阁的许多成员甚至总统都大部分来自劳工联合会的

前任领导人。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毫无疑问的为保卫国家

做好了准备，一旦紧急情况出现，他们随时就会奉献自己的力

量。但是在和平年代他们遵循的是普遍的潮流，即以成就为导

向的价值标准和对消费的高度追求。[5]

结语

巴勒斯坦-以色列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。在一个

相对较短的时间内，它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，城市化

程度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。以色列城市化的完成是由一系列

现象作为标志的，这与其他的国家一样：农业上和农村生活的

重大变化，劳动力、专业化、产业化和机械化的分工，市场经

济的发展，竞争理念、理性主义趋势和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标

准，对消费品和奢侈品的需求。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在基本物质

需求方面的巨大满足，因此也推动了对次要需求的追求和对额

外需求的认同。

以色列所有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使它们的体制和理念也有可

能被誉为生机和活力的象征，使得这个国家能适时调整自己以

应对任何的变化。然而，在以色列，反对城市化、提倡平等主

义的思想落后于城市化发展的现实，它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关系

的紧张，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不平衡。以色列的不同之处

在于它既不是根深蒂固的农民脱离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

他们的价值观终结，也不是传统的手工业工人被取代，而是实

际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。这种“自然环境”更确切的说是一

种希望，一种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，这个乌托邦的理想是可以

评估的，它由一系列农村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简约朴素原

始的理念所组成。也许因为这个理由“分裂性的力量”能够在

短时间内更加容易的完成这项工作。它仍然保持着微弱的社会

结构，乌托邦理念的发展落后于物质上的进步和由于社会进步

所引起的观念、意识形态的变化，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为建

立国家奠定了基础。因此，在未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和伴随着城

市化飞速发展的社会新理念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。

参考文献

[1]雷钰.以色列[M].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：

58-59；86；95.

[2]张倩红.以色列史[M].人民出版社，2008：168-170；

195.

[3]虞卫东.当代以色列社会与文化[M].上海外语教育出版

社，2006：205-208；233；310.

[4]哈伊姆·格瓦蒂著，何大明译.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

史[M].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：198；207；286.

[5]诺亚·卢卡斯.以色列现代史[M].商务印书馆，1997：

209-210.
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

基地项目“20世纪英国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研究”（项目号：

2021JD033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：

苏聪（1983-），男，湖南株洲人，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

政治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拜占庭史、西

亚史。


